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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國際衞生與防疫的許多作為，源自十四世紀歐洲檢疫歷史，不僅奠

定現代公共衞生的基礎，也為十九世紀以降的國際衞生合作留下重要遺產。

然而，自十七世紀中葉起，威斯特伐利亞主權（Westphalian sovereignty）觀念

限制了「疾病無國界」（diseases know no borders）的跨國防疫理想。二十世紀

初，各國設置國際衞生架構的討論，仍多以外交與主權為核心，而非純粹醫

學或公共衞生考量。即便1930年代科學實證成為醫學核心，社會與政治因素

仍持續影響國際衞生實踐。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拒絕加入1921年成立的

國際聯盟衞生組織（The League of Nations Health Organization, LNHO），並於

1923年另設泛美衞生局（Pan-American Sanitary Bureau, PASB），顯示政治干預

的歷史延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冷戰初期，美國主導世界衞生組織（WHO）

規劃，創建以醫療援助為外貌的新式國際衞生架構，將結盟力量疊加於LNHO

的國家主權模式之上，深刻改變戰後國家主權與跨國公共衞生協議間的權力

格局。然而，1948年WHO成立以降的二十年間，國際衞生實踐雖理應憑依 

醫學科學與歐陸公共衞生經驗開展，卻頻受美國貿易利益與地緣政治制約，

導致1990年代之前的國際衞生架構仍深受國家主權思維牽制。至於當前所言

之「全球健康」（global health），只是冷戰初期一個未有精確定義的名詞；直到

二十世紀末即全球化概念在美國提倡後，該名詞才逐步取代「國際衞生」

（international health），並賦予清晰的定義與實踐方向1。對西方世界而言，國

際衞生發展史不僅是多國聯手抗疫的故事，更是民眾健康與國家經濟的角力

過程。

對冷戰時期醫學與國際衞生史的再認識，或許有助於闡明特朗普（Donald J. 

Trump）二次執政對國際衞生與全球健康的影響。舉例來看，根據馬內拉（Erez 

Manela）的研究，冷戰初期WHO「根除天花」（Smallpox Eradication Program）的

全球型計劃，正是深度依靠美國資金和專業知識，並與蘇聯高效率之疫苗生

產能力結合，才得以藉醫學之名跨越意識形態歧見，展現出難得的「一笑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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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成功經驗2。是故，過去美蘇關係緊張甚至是今日美中脫鈎，在WHO主

張之「人道高於一切」（humanity above all）國際衞生理念上，人道和科學中立

仍可能有機會在政治夾縫中求全。懷抱着這般正向的態度，本文擬從再認識

國際衞生發展的歷史與冷戰初期WHO在東亞的特殊經歷，反思國際衞生及全

球健康面對當下政治角力的多種可能性。

一　從國境防疫到國際衞生的歷史軌迹

人類在健康風險控制方面的國際合作約莫始於十九世紀中葉。由於國際

海運、移民活動隨着殖民勢力擴張，鼠疫和霍亂疫情從埃及和土耳其逐漸蔓

延至整個歐洲，成為近代留有科學紀錄與奠立定義之重大疫情。面對疫情擴

散迅速，第一次國際衞生大會（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ference）於1851年在

巴黎舉行，旨在整合各國檢疫規範與程序，促成歐陸跨國合作檢疫，爾後陸

續興辦了十四屆衞生大會，直到二十世紀中葉才被併入WHO3。由於對海港

輸入傳染病的憂慮，早期數屆國際衞生大會致力於統一海港檢疫規範，確立

了初步的國際防疫合作架構。然而，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橫貫歐亞的鐵路交通

系統相繼建成，歐陸隨之爆發多次疫病，疫情的威脅不再局限於海港。便利

的火車與高速的蒸汽船，不僅促進了人員與貨物流通，也使各國檢疫體系面

臨前所未有的壓力。

自十九世紀上半葉霍亂肆虐歐洲以來，各國政府愈發關注勞工與貨物在

運輸過程中傳播疾病的問題，邊境防疫逐漸被納入外交與條約談判中。然

則，早期封鎖邊境的防疫政策事實上收效有限，不但未能有效遏止傳染病的

擴散，反而造成貨運延誤與商業停滯，引發廣泛不滿。商人階層首當其衝，

承受了檢疫措施所帶來的經濟損失，於是轉而倡議透過國際協商機制，在維持

公共衞生安全的同時保障貿易暢通。他們主張防疫規範應建立在多邊共識與透

明原則之上，防止個別國家藉防疫之名，行貿易保護之實。此一訴求，實為

十九至二十世紀之交國際衞生與經濟秩序互動的縮影，也揭示了全球化初期公

共衞生治理中科學、防疫與商業利益之間的張力與調和4。進入二十世紀，

受到細菌學檢驗進步與實證醫學的影響，控制傳染病的跨國防疫與公共衞生

合作機制才逐漸成形。西方國家透過國際會議與條約，陸續建立多個國際衞

生組織，推動疫情資訊交流與檢疫制度的跨國協調。二十世紀初醫學界進一

步確認「疾病無國界」的傳播特性，為跨國合作提供了科學依據。各國遂強調

跨國治理的重要性，並促進政府—民間夥伴關係，共同監測與遏止傳染病蔓

延，成為現代國際公共衞生協作的基礎5。然而，地緣政治的思考仍無法完

全抵銷，區域自保思想取代國家主權繼起。

基於1892年第七屆國際衞生大會通過的《國際衞生公約》（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vention），PASB的前身國際衞生局（International Sanitary Bureau）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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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在美國華盛頓特區成立（即今天的泛美衞生組織 [PAHO]）。這是由美國

主導的區域性跨國衞生組織，在其設計中，隱含着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 

的許多貿易思考6。緊隨其後的是1907年成立、總部位於巴黎的國際公共衞

生局（Office International d’Hygiène Publique, OIHP），成為調解歐陸內部貿易與

防疫矛盾的重要機構7。至於更大型的跨國協作以及政府—民間夥伴關係方面， 

僅有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和紅十字國際聯合會（ICRC）

等民間慈善組織，倡議具有國際框架的重要衞生項目8，多少算是對日後國

際衞生影響較為深遠的組織。區域內之跨國合作雖可謂現代國際衞生之先聲， 

惟其背後仍充滿了政治、貿易角力的計算。

在早期各類國際防疫與衞生機構中，LNHO雖非最早成立，卻是兩次世

界大戰間最具代表性的重要機構，致力推動國際衞生協作與制度建設，普遍

被視為WHO的前身。LNHO肩負全球防疫與公共衞生推廣的任務，卻面臨經

費拮据、辦公空間狹窄及人手不足等困境。其工作若欲推展，必須仰賴主權

國家的支持與同意。其下負責擬定跨國衞生計劃的核心單位——衞生委員會

（Health Committee），成員多為各國的醫療專家與公共衞生官員，無固定薪

資，僅在會議期間按日領取津貼。其所通過的決議交由LNHO轄下人力有限

的衞生科（Health Section）執行，該單位常由國聯秘書處低階職員兼任，顯示

其組織運作的脆弱與制度局限9。堅持威斯特伐利亞主權原則的結果，造成

沒有國家願意放棄主權立場，促成真正的跨國衞生合作。

相較於西方的情況，東亞地區（時稱遠東地區，涵蓋今日之東北亞與東南

亞）因為殖民地範圍廣闊，使得以主權概念為基調的LNHO發展尤顯困難，仰

賴民間慈善組織介入協作。二戰爆發前，東亞地區有三個主要國際組織——

LNHO、洛克菲勒基金會，以及遠東熱帶醫學會（Far Eastern Association of 

Tropical Medicine, FEATM）推動國際衞生工作。這三個組織雖互有關聯但各自

肩負着不同的使命。首先，在威斯特伐利亞主權原則下，主權國家被認定是

殖民地的國際場合代理人。由於主權問題難以調和，LNHO在東亞僅能依賴中

國、日本與泰國等主權國家的支持，或經西方列強同意後在殖民地開展工

作。1910至1911年中國東北鼠疫爆發與隨後之霍亂與流感疫情，使LNHO在

東亞的防疫任務出現契機。為防止疫情波及歐洲，1914年，新加坡衞生局長

布魯克（Gilbert Brooke）與澳洲聯邦檢疫局長坎普斯頓（John H. L. Cumpston）

率先提出區域防疫構想，但因一戰爆發而被迫中止bk。該提案推遲到1920年

代才取得成果。1925年3月，LNHO終於在新加坡正式成立負責東亞疫情情報

監控與檢疫協調匯報的「東方局」（Eastern Bureau），統合區域各國與殖民地的

防疫標準。

1922至1923年間，國聯衞生委員會成員懷特（Norman White）調查東亞地

區的疫情與國際衞生網絡，認為新加坡為東亞通往全球貿易的重要樞紐，建

議在此設立疫情監測中心，並促成LNHO與FEATM合作，以其為基礎推動區

域性衞生治理bl。由於FEATM以「熱帶醫學」名義運作，得以避開主權爭議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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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跨殖民地協作功能，懷特主張將其作為即將成立的東方局的科學諮詢機

構。他建議在東方局內設立類似衞生委員會的醫學顧問會（即後來的諮詢委員

會 [Advisory Council]），由FEATM成員組成，資金來源包括LNHO撥款、洛

克菲勒基金會資助及區域捐助。東方局成立後，其機構合作模式影響PASB與

OIHP等區域性衞生組織的改革，促成1926年《國際衞生公約》修訂。1927年 

4月，OIHP與LNHO達成協議，共享東方局之疫情情報與技術資源bm，預示

二戰後兩者在WHO體系下的最終合併。

若說LNHO與其東方局代表跨國政府治理的體系，那麼洛克菲勒基金會

與FEATM則象徵東亞地區政府與民間合作的典範。洛克菲勒基金會成立於

1913年，由小約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出任總裁，其宗旨乃「在 

全世界促進人類的福祉」bn，基金會成立後一個月即設立國際衞生部（International 

Health Board，翌年改為 International Health Division）。一戰結束後，美國拒絕

加入國聯致使OIHP與LNHO合併計劃受挫bo。然而，隨後LNHO仍得益於基

金會在歐洲的捐助與技術援助，有成員坦言：「美國的影響對歐洲衞生實踐的

滲透〔非常深入〕，中歐和東歐的小國〔幾乎〕實踐了美國的公共衞生理想。」bp

同時，基金會除長期資助FEATM外，亦對東方局提供穩定經費支持。例如，

1937年東方局預算約10萬海峽元（約合11,750英鎊），其中國聯撥款5.2萬海

峽元，基金會捐助1.6萬海峽元，區域內各國合計捐款3.2萬海峽元，成為東

方局運作的重要財政支柱bq。二戰前夕，基金會已在全球播下美式公共衞生

理念，為戰後美國主導國際衞生事務奠下重要基礎。

出身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海斯勒（Victor G. Heiser）醫生，1905年任菲律賓

殖民政府衞生總監，是1908年創建FEATM的關鍵人物。1915年起，他專任

基金會國際衞生部遠東區總監，期間推動FEATM作為區域內主權國家與殖民

地醫學、公共衞生專業的交流平台br。海斯勒任職國際衞生部後，向FEATM

不斷捐助基金會的資金和人力，將美屬菲律賓的許多衞生項目推廣到周邊地

區。海斯勒認為：「遠東地區沒有任何團體⋯⋯能夠像我們的計劃那樣開展有

效工作並達到我們的期望。」bs而在國際衞生部的長期資助下，LNHO也以東

方局為核心開展配合行動bt。由於合作成效顯著，基金會副總裁兼國際衞生

部總負責人岡恩（Selskar Gunn）於1930年建議擴大LNHO總監拉西曼（Ludwik 

Rajchman）在中國推行的農村衞生計劃，並將其作為東亞農村與社區衞生的示

範模式，強調公共衞生不應僅限於防控傳染病，亦需關注社會與經濟問題ck。

拉西曼自1933年起以技術代表身份受中國政府聘用，協調LNHO在中國的防

疫與農村衞生工作。但不久因遭日本駐國聯代表強烈指責其捲入政治而被迫

離職cl，農村衞生計劃由東方局接手繼續推進。

在諮詢委員會指導下，東方局持續標準化區域內疫情通報機制，進一步

關注公共衞生建設，其中農村衞生是最受重視的項目之一。1930年代後，東

方局建立的疫情系統成效顯著，日本委員建議擴大參與工作範圍，亟欲取得

主導權，甚至日本因1931年「九一八事變」退出國聯的六年間仍繼續參與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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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局的工作cm。1937年，日本外務省透過對東方局的資助，在荷屬印尼萬隆

召開「遠東國家農村衞生會議」（Conference of Far-Eastern Countries on Rural  

Hygiene）。雖以「國家」名義計席，七成參與者實為殖民地官員或科學家，提

案巧用農村公共衞生調查與醫學研究名義，避開地緣政治敏感的主權或殖民

頭銜。東方局於1942年1月日本佔領新加坡時關閉，戰後由盟軍東南亞戰區

指揮部重新開放，1947年轉交WHO臨時委員會cn。

隨着聯合國的成立，國際社會迫切需要一個新的國際衞生組織以延續

LNHO的使命。1945年在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會議上，中國代表施思明與挪

威及巴西代表積極游說，在聯合國架構下建立國際衞生組織的構想，最終

通過一項宣言呼籲召開世界衞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co。值得注意

的是，這個新的國際衞生組織在命名上使用了「世界」（world）而非「國際」

（international），並強調其目標是真正的全球規模（world-wide scale）cp。1946年

7月22日，《世界衞生組織憲章》（Constitut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由聯合國五十一個會員國及其他十個國家簽署，明示其宗旨：「使全人類皆能

達到可能的最高健康水平。」cq1948年WHO成立後不久，召開了首屆世界衞生

大會，通過WHO憲章並合併自十八世紀以來的多個西方國際衞生機構，包括

OIHP、LNHO以及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UNRRA），前洛克菲勒基金會國際衞生部官員索珀（Fred L. 

Soper）則被任命為WHO首任秘書長。

這似乎象徵着在長達一個世紀的國際公共衞生實驗中，國家主權的堅持

與「疾病無國界」理念間的矛盾逐漸被克服，一個以醫學與公共衞生專業為核

心的真正國際組織由此誕生。然而，現實並非如此理想。WHO成立後仍秉持

戰前以國家主權為基礎的「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原則，其憲章需獲各

主權國家批准，才能依據聯合國會員國原則參與WHO及世界衞生大會運作，

可見政治干預衞生專業的空間依舊不變。隨着冷戰初期美蘇對立氛圍升高，

蘇聯及其東歐盟國相繼宣布退出WHO。這些國家原為1948年創始會員，但因

視WHO為西方主導機構而選擇離開；直到1956年，蘇聯與六個東歐國家才重

新加入，顯示冷戰政治對國際公共衞生合作造成的長期干擾cr。

二　東亞國際衞生架構重建與美國的地緣政治思考

二戰前主權原則的延續與美蘇對峙的冷戰格局，使WHO在推展國際衞生

合作上困難重重。各會員國的政策與資源投入受政治陣營影響而受限，專業

衞生計劃屢遭干擾，導致組織運作與制度建設進展遲緩，跨國合作難以發揮

效能。儘管戰後局勢動盪，西方列強仍意圖恢復在亞洲的殖民影響力，以維

持既有的勢力範圍與統治關係。類似態度造成了聯合國寧願擴大託管制度，

也不願回應殖民地自決訴求。以東亞最大殖民帝國英國為例，1940年開始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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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殖民地發展與福利法案》（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Welfare Act）倡議「福利」

（welfare）與「夥伴關係」（partnership）的理念，顯示英國試圖在維持殖民統治

的同時，推動有限改革以安撫殖民地cs。二戰後的歐洲列強基於戰前類似之

殖民地衞生與福利觀念，僅試圖迅速地將歐洲政治與社會福利制度輸出殖民

地，把母國的行政管理體系與殖民地衞生與福利聯繫起來，以便延續殖民體

系ct。然而，戰後的情勢卻不容殖民母國過度樂觀。如英國早在《殖民地發展

與福利法案》中已承諾將大幅增加海峽殖民地（今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衞生和

福利支出，但在二戰結束之初的1945至1947年間，相關費用幾乎佔據了殖民

地預算的五分之一，總金額是戰後殘破的大英帝國無法承擔的。英國外交部

為此警告說，如果英國未能讓緬甸和香港獲得UNRRA的援助，相對中國獲得

大量美方與國際資助，西方強權將喪失在東亞地區內的威信，尤其是足以繼

續維持殖民統治的高度權威dk。由此可見，老牌殖民強權如英國已意識到其

對區域殖民地的控制力，正逐漸被受美國影響的新興東亞地緣政治與國際秩

序取代。

英國外交部的擔憂並非無的放矢，中國、巴西等國提出設立新的國際衞

生組織並非憑空構想。戰前東亞的衞生合作，尤其是東方局與FEATM的合作

模式，證明國際衞生體系有可能跨越主權與殖民界線，為WHO時期的國際衞

生合作提供新架構。然而，殖民政治與既有醫學勢力不會自動退讓。例如，

英國衞生部官員麥肯齊（Melville Mackenzie）強烈反對殖民地與衞生落後國家

享有平等參與WHO的權利，並警告說：「無法想像〔醫學〕技術發達的國家，

〔在國際衞生會議中〕被公共衞生和醫學觀念不那麼發達的國家投票否決。」dl

冷戰初期，殖民勢力的消長與美國出於自身利益的地緣策略交織，使西方列

強將聯合國與WHO等多邊機構視為對殖民主權的潛在威脅。在WHO成立的

前幾年，西方殖民強權強烈反對殖民地可以直接派代表參與WHO與相關組

織，甚至預言如果放任殖民地代表出席，「將極難避免在憲章中納入一些〔失

敗的〕東西，導致這個制度永久化」dm。

面對舊思維反撲，WHO曾努力調整許多政策以符合受援國家的衞生需

求，同時希望設計出可以與殖民母國及其殖民政治妥協的模式。但這些模式

充滿了太多政治與經濟的計算，並未給公共衞生專家充分發揮的空間dn。歐

陸國家的反對使美國對支持WHO幾度猶豫不決，部分反對聲音與當初拒絕加

入LNHO時極為相似。然而，鑒於戰前英國與法國常以檢疫與衞生為名實行

貿易保護主義，壟斷與殖民地的貿易，導致美國及其菲律賓屬地發展受限，

因此另有人士主張，美國作為戰後的主要強權，應趁勢推動貿易自由化以保

障國家利益。在此論點引導下，美國決定參與並主導WHO的設計，使新的國

際衞生架構得以透過縱向的疾病根除計劃與醫藥援助，突破各國檢疫制度造

成的對人員與貨物流動的橫向貿易限制。美國統領WHO的衞生治理與秩序整

合，奠定戰後全球衞生合作基礎do。WHO所建立的新國際衞生秩序降低了各

國檢疫自主性，強化了衞生、防疫的一體化特性。這背後的動機不僅源於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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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醫學的科學價值觀，更深層反映了美國的經濟與貿易考量。與此同時，在

缺乏西方國家制衡的情況下，美國獨霸的政治現實迅速削弱了WHO創建時的

理想和宗旨。若依其憲章精神行事，殖民母國須承擔殖民地的衞生與福利責

任，但戰後經濟凋敝，除美國外無一國能負擔。於是，國際衞生合作在西方

呈現為協商模式，在東亞則明顯展現出美國主導的地緣政治特徵，其衞生行

動與戰後權力結構緊密交織，凸顯全球衞生治理的不平衡。

二戰幾乎摧毀了LNHO、洛克菲勒基金會與FEATM所建立的東亞跨國衞

生體系。僅戰時美國的醫藥援助得以延續，並在戰後主導中國與東亞地區的

重建。抗戰期間，中國國民政府為爭取外援與維繫軍事同盟，積極採納美方

建議的衞生方案，以換取援助與物資。戰後，隨着美國成為重建國際秩序的

核心力量，這種依賴更形加深。為確保東亞盟友的穩定性，美國遂將該地區

的衞生重建納入其冷戰外交與戰略布局之中。1946至1948年間，美國公共衞

生局（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Service）副局長克拉布特里（James A. Crabtree） 

在德國投降後，即提出建立新的國際衞生組織的構想，意在延續戰前LNHO

的部分功能，並承擔戰後醫療與衞生重建的使命。這一構想既承接了戰前歐

洲的跨國衞生合作經驗，也體現了美國利用公共衞生作為外交與地緣政治工

具的策略思維，為後來WHO的成立奠定基礎dp。但這個針對歐陸戰後重建而

提出的建議，並不適用於戰火及政治紛擾的東亞地區。然而，前述中國與巴

西等代表在舊金山會議上倡議成立新的國際衞生組織，一方面的考量是多數

非西方國家的衞生現況，試圖修正克拉布特里以歐美為中心的國際衞生理念； 

另一方面也寄望延續東方局的功能與角色dq。這導致美國政府在國內不同立

場的爭論下，對是否支持WHO態度遲疑，使東亞的衞生重建步調遠遜於歐

洲。相較之下，洛克菲勒基金會、美國醫學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等民間組織，則承襲戰前援華

經驗，率先為戰後新的國際衞生組織的架構與運作提供藍圖dr。可惜的是，

隨着戰後經濟重建與冷戰格局的確立，這些民間醫療援助計劃逐漸被納入美

國的地緣政治考量之中，善意的人道行動也難免染上政治與經濟戰略的色彩。

美國自1947年起逐漸對國民政府失去信任。隨着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調停失敗與1949年《中美關係白皮書》（China White Paper）的發布，

美國全面撤回對華援助。洛克菲勒基金會亦於同年中止援助，並將人員撤往

香港與澳門。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東亞局勢惡化，共產勢力迅速擴張，

迫使以中國戰時衞生經驗為基礎的東亞衞生模式作出調整。在此期間，WHO

將西太平洋區域辦事處設於馬尼拉。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曾於1948年提議將

該辦事處設於上海，卻遭首屆世界衞生大會否決。1950年，第三屆世界衞生

大會正式批准前國民政府衞生部官員、香港WHO西太平洋區域臨時辦事處主

任方頤積的提案，將正式辦事處設於馬尼拉。WHO執行委員會於1951年6月

1日確定具體地址，獨立後的菲律賓政府旋即和WHO簽署了《東道國協議》

（Host Agreement）予以確認。8月15日，區域辦事處從香港遷至馬尼拉，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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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在內城港區檢疫局（Bureau of Quarantine, Port Area, Intramuros）——這正是

海斯勒在菲律賓建立第一個港口檢疫站的同一地點ds。確定區域辦事處地點

的過程，意外揭示了LNHO、FEATM和洛克菲勒基金會三者與WHO跨越戰

爭的歷史連結。

東亞冷戰的新危機與結盟對峙的情勢，加上美國作為全球超級大國的崛

起，深刻地影響了國家與民間基金會之間的關係。這種轉變更顯見於WHO成

立、1950年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成立，以及1951年

國家衞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成立後，美國宣布統合原本

提供醫療衞生援助的民間部門。1951年，就在WHO成立三年後，洛克菲勒基

金會關閉了著名的國際衞生部dt，並將慈善醫療與衞生援外的權力移交給聯邦

政府，併入各個經濟合作計劃或機構集中執行。在此新的政經結構下，1951年

10月制定的《共同安全法》（Mutual Security Act）成為執行美國新東亞政策的法

律基礎。以此法案設立之共同安全署（Mutual Security Agency，1961年後改組為

美國國際開發署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

以軍事和經濟援助的方式，恢復對美國盟友的援助，其中也包括醫藥衞生方

面。由於整個新架構立基於保護美國長期安全的原則上，相關工作在1951年

後已成美國國際衞生外交活動的一部分ek。該法案標誌着美國將冷戰初期對

西歐的援助經驗擴展至全球反共前線國家或地區，援助性質也從以經濟為主

轉向以軍事為核心。在蘇聯及其盟國退出WHO後，美國是否將某國認定為盟

友，成為將其納入東亞國際衞生架構的重要考量。為確保對韓國的軍事後勤

支持，美國於1951年審查該國醫療與公共衞生狀況，並由1953年成立的援外

事務管理署（Foreign Operations Administration）提交報告。該報告後來成為制

定「美國國際開發署東亞健康計劃」（USAID Program, Health in East Asia）的重

要藍圖，其中明確指出，計劃核心目的在於維持東亞盟國的經濟穩定與軍事

力量。此一模式顯示，美國在冷戰初期的國際衞生行動，已不僅限於公共衞

生或疾病控制，而是緊密結合地緣政治與軍事戰略，利用衞生援助作為穩固

盟友、保障區域安全及延伸影響力的工具，使東亞國際衞生架構深受美國政

治利益導向影響el。

在1950年代WHO的新架構下，美國成為主要資金、人力與設備的來

源，其主導的國際衞生計劃多帶有反共政治目的。此時WHO在東亞的工作常

附屬於美援及其技術援助計劃之下。有學者因而指出，戰後WHO與洛克菲勒

基金會推動全球瘧疾根除的行動，實為美國冷戰外交策略的一環，目的是 

使受助國家在醫療、教育等領域依賴美國em。總的來說，雖然WHO以人道援

助為宗旨，但隨着冷戰成為美國外交核心原則，洛克菲勒基金會等民間基金

會對公共衞生、衞生教育及醫學科學的參與被重新定位為全球反共行動的一

部分，顯示經濟安全才是美國支持東亞盟友的核心考量。美國眾議員沃里斯

（John M. Vorys）甚至宣稱，對那些「將與我們並肩作戰的國家」施以軍事援助

才是「健全的經濟」en。誠如學者貝茨（Richard K. Betts）指出，經濟上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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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realism）和自由主義（liberalism），一直是美國東亞冷戰外交裏主導性 

的關鍵意識形態；兩者都令美國可以透過援助手段，影響或箝制東亞盟友，

使之符合美國的價值，以便融入美國在該地區的冷戰安全網絡eo。美國作為

WHO重要的推手，認為自由貿易才是支持重建跨國衞生合作的經濟理由，而

軍事安全則保障其利益，兩者均反映在WHO西太平洋區域辦事處推動的東亞

國際衞生事務上。

三　當前國際衞生工作的挑戰與局限

儘管過去近八十年間，WHO依靠其科學、醫學與公共衞生專業能力，確

立了在全球健康治理領域的領導地位，但它仍面臨嚴峻困境。根據論者定

義：「全球健康治理指的是『國家和／或非國家行為者之間，旨在控制公共衞生

和傳染病以及保護人們免受健康風險或威脅的跨國界協議或倡議』；它涉及多

邊和雙邊機構、科學和公共衞生知識群體、私人慈善家、私營部門和公私倡

議，以及一系列社區和國際非政府組織。」ep隨着冷戰結束，1990年代後

WHO倡議之全球健康治理誠屬之前國際衞生治理的進階版本，因此在跨國協

議與政府—民間夥伴關係上的功能假設亦相當接近。由於WHO沿襲由上而下

的治理模式，加上冷戰以來美國透過經濟援助與承擔大量經費，主導了WHO

的政策與計劃方向，反而導致各個會員國在長期依賴的情況下失去了衞生自

治的動力。菲德勒（David P. Fidler）在2019年指出，在先前國際社會推崇的自

由主義體制面臨困境的情況下，全球健康治理的外部條件已不復存在eq。

WHO在建立全球領導力時依賴的是專業能力，而非政治權威，當全球合作環

境瓦解，這種優勢遂變得脆弱。新冠病毒（COVID-19）的快速政治化，更將公

共衞生議題轉化為可被操控的政治話語。對WHO在大流行中的效能評估，必

須考量病毒如何被外部力量，尤其是美國特朗普政府用於達成政治目的。這

凸顯了全球健康治理在當前國際秩序下的挑戰與局限。

特朗普政府是這場大規模「信息疫情」（Infodemic）的主要來源之一。自他

首次入主白宮（2017-2021）以來，美國與WHO的關係就出現前所未有的緊張

與對立。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後，特朗普多次指責WHO「偏袒中國」並「隱

瞞疫情」，認為其未有履行全球公共衞生監督責任。同年4月，他宣布暫停美

國對WHO的資金支持，稱需對其表現進行全面審查。隨後的5月29日，特朗

普於白宮玫瑰園公開記者會上宣布美國將與WHO「斷絕關係」，並明確指出：

「我們將於今天終止與世界衞生組織的關係，並將這些資金轉用於其他全球

性、緊急的公共衞生需求。」er此舉標誌着美國與WHO的外交與公共衞生合

作關係進入空前的對立階段，也對全球健康治理造成深遠影響。特朗普政府

的策略性操作，直接損害了WHO數十年來艱辛建立的科學領導地位es。他將

新冠病毒種族化，稱為「中國病毒」（China virus），將公共衞生危機政治化，

c212-202511011.indd   29c212-202511011.indd   29 1/12/2025   下午4:171/12/2025   下午4:17



30	 二十一世紀評論

助長各國民粹主義者與極右翼人士對個人自由的極端立場，違背「疾病無國

界」理念。其內閣與政府還散布關於病毒起源、感染、死亡率及防控的錯誤信

息與陰謀論，錯誤信息造成巨大損害，削弱了國際社會對WHO依照科學和醫

學建議提出指導方針的信任。在全球公共衞生迫切需要國際合作時，這種政

治化與信息操作引發美國及全球關於憲政權利的爭議，將公共衞生問題轉化

為國內政治工具，直接否定WHO長期以來的科學合作模式，從根本上削弱全

球健康理想與共同應對機制的效力，顯示近百年來奠定的科學共識與國際衞

生合作機制，仍然有其非常根本的脆弱性et。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二度入主白宮時，廢除了拜登（Joe Biden）政府

的政策，簽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國「將啟動撤出世界衞生組織之程序」，

「暫停未來任何美國政府資金、支持或資源向世界衞生組織轉移」，「召回並重

新分配」與WHO合作的美國人員和承包商，並要求相關部門評估及重新分配

原由WHO主導之職能fk。該命令發出後，WHO與多個國家和美國觀察家公

開呼籲美國政府重新考量，並警告撤出可能造成的全球健康治理影響與財政

缺口fl。要言之，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顯示出一種去多邊化與政治化的公共衞

生觀，將全球健康議題納入包括對華政策在內的戰略思考中。

儘管有不少政治評論者認為斷絕與WHO的關係是特朗普政府獨斷之特殊

行為，但哈曼（Sophie Harman）和戴維斯（Sara E. Davies）卻認為這是一個契

機，可以趁機正視原本隱晦卻早已普遍存在的全球健康治理問題fm。舉例來

看，1994年開羅舉辦之國際人口與發展會議上，WHO會員國共同通過確保 

婦女生育健康之內容，即包括了合法墮胎與愛滋病毒（HIV）防治。但2017年

特朗普就任後，重啟了1984至1993年「墨西哥城政策」（Mexico City Policy） 

的限制，禁止向任何提供、諮詢或宣導墮胎服務的外國非政府組織（NGO）提

供資金，即使這些活動主要使用非美國資金，其中包括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等聯邦機構。該禁令在特朗普首個任期未引發重大風暴，

並非因WHO會員國抵制或恢復衞生自治，而是美國國務院與USAID駐地 

辦事處人員長期不足，聯邦政府亦未對該政策提供明確解釋；結果各地反而

自作主張地發起因地制宜的公共衞生行動，雖造成執行上的混亂，卻意外 

地使WHO在南非及部分東南亞地區的安全墮胎與愛滋病毒防治計劃得以勉力

維持以至推動fn。顯然，WHO雖提倡全球健康以突破主權與國界限制，但 

冷戰下依賴美國的運作模式，使其「疾病無國界」、「人道高於一切」理念難以

落實。

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國家主義和激進的政治保

守思維，對後疫情時代的全球健康布局構成了比大流行本身更具深遠影響 

的結構性風險，這種思維模式直接衝擊了全球健康體系賴以維繫的資源與合

作基礎。在全球健康理想中，應對傳染病的核心是以全球安全為中心，旨在

平衡防控和社會需求與避免人權及政經困境。然而，特朗普政府對此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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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反而將公共衞生視為可犧牲的項目，進行危險的撤資與退出WHO行

動。2017年特朗普首次提出的精簡預算案《美國優先：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預算

藍圖》（America First: A Budget Blueprint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建議

大規模削減國內外公共衞生機構，將540億美元重新分配給軍事和國防開支，

體現了將公共衞生治理置於軍事安全之下的國家主義偏好。在其要求下，NIH

面臨約20%的擬議經費削減，使其預算降至1999年以來最低水平；CDC和

USAID等全球衞生機構同樣面臨資金削減，前者以近二十年來的最低預算 

運作fo。

特朗普政府的第二任期仍在「美國優先」框架基礎上，大幅削減、集中與

重訂美國援助全球公共衞生項目。整體全球衞生援助由約100億美元降至38億

美元，同時迄今未對抗擊愛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全球基金（The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提出固定出資額度。截至2025年10月，美國

對於WHO等多邊國際衞生機構，幾乎完全取消資金支持。同樣地，美國國內

科研與防疫體系亦受波及，如NIH減少180億美元，CDC則縮減35億美元fp。 

前CDC主任弗里登（Tom Frieden）就警告，這種削減是一種「危險的撤資」，將

「增加疾病、死亡、美國人的風險和醫療保健成本」fq。尤有甚之，特朗普未

曾清楚地定義他對國際衞生的看法，但從過去言論可以輕易看出，他認為更

應保護的對象是國家，而不是個人健康。他曾利用伊波拉和寨卡病毒疫情爆

發，主張對WHO派駐之衞生工作者實施更嚴格的移民與邊境管制，甚至宣稱

「把他們趕出去！」並威脅國際非政府組織等「如果提供幫助，就必須承擔後

果」fr。這暗示其策略是用國家主權來挑戰跨國衞生，損害了全球健康理想中

不分國界、以人道和科學為本的合作精神。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植根於美國保守思維的不加掩飾的單極主義，對二戰

後建立的全球健康治理體系造成了根本性的破壞，可被視為從基於普世合作

原則的WHO時期，倒退回以國家利益和碎片化合作為特徵的LNHO時期。這

種單極主義還可視為冷戰以來貿易自由主義與以美國利益為中心之扶助政策

的激進鬥爭加速，只是過去或因美國霸權實力仍在，或因國內經濟還保有一

定優勢，以至於公共衞生等領域的問題尚且局限在國內。但特朗普政府的「美

國〔經濟〕優先」思維，將這些長期積累的國內問題，透過政治行動擴大至全球

體系。如前所述，他在2025年上任後不久簽署行政命令，立即暫停向WHO轉

交任何美國政府款項、支援或資源，同時指示撤回在WHO任職或協力的美方

人員。此舉顯示其不信任多邊主義和國際機構，強調其援外政策的高度政治

化與利益取向，且不願受制於長期的盟友關係fs。美國退出不僅導致WHO預

算大幅縮減，也切斷了WHO獲取美國專業資源（如CDC）的渠道。這標誌着

全球健康治理模式的倒退：從原本強調普遍健康和科學領導，如今又回到依

賴各國政治意願、缺乏穩定資金與專業資源的狀態，使WHO在推行跨國公共

衞生計劃時受限，全球健康合作的有效性與可持續性均受到影響，凸顯了國

際衞生工作在高度政治化背景下備受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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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單邊主義透過凍結與重新評估外國發展援助，對全球健康核心項目

造成嚴重衝擊。特朗普在1月20日簽署的另一份行政命令，也要求暫停美國

對外發展援助九十天，以決定是否「繼續、修改或終止」援助ft，導致多個美

國支持的WHO全球健康計劃陷入不確定。特朗普凍結USAID對外援助的行

動，使全球既有合作夥伴關係無法挽回，削弱既有服務網絡之穩定及效率，

其後更於7月關閉USAID，使得局勢持續惡化gk。更具災難性的是，特朗普

任命小羅伯特 ·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 Jr.）為衞生部長，他公開持反疫苗

立場，使政府對疫苗和科學研究的敵意升高，對全球應對未來大流行能力造

成嚴重威脅。一方面，政府支持錯誤信息並拒絕澄清，削弱了WHO在衞生信

息方面的權威；另一方面，政府的反疫苗立場可能助長國際反疫苗運動，降

低疫苗接種率，破壞全球疫苗推廣計劃的信心與成效。此舉不僅危及美國國

內公共健康，也對全球公共衞生合作策略造成長遠負面影響gl。綜合來看，

如論者所言，「很難想像這個政府能有效地應對新的衞生緊急情況」gm。 

科研投資下降進一步影響藥物開發能力，使全球面臨單極瓦解帶來的巨大醫

療風險。其政策不僅加劇了美國國內已惡化的公共衞生問題，也因全球健康

體系長期依賴美國，使特朗普政府能透過議題政治化、散播錯誤信息、凍結

國際援助等手段，對全球健康治理造成災難性、系統性的全面威脅。這種政

策削弱國際合作與科學領導，破壞公共衞生計劃的全球效力，並凸顯了高度

依賴單一國家對全球衞生安全的風險。

四　結論

從約兩百年前現代歐洲檢疫制度濫觴至今，國際衞生的發展歷程清楚揭

示了一個核心矛盾；醫學科學倡導的「疾病無國界」理念，始終與近代主權原

則下的國家利益角力，糾纏不清。本文透過歷史爬梳闡明，當代國際衞生體

系並非單純基於人道關懷與科學理性而建立，而是在政治計算、經濟利益與

地緣戰略的多重作用下逐步形成。這種認識對於理解當前特朗普政府衝擊下

的東亞以至全球健康危機至關重要。

十九世紀中葉以降，國際衞生合作源自歐洲國家對霍亂、鼠疫等跨國疫

情的恐懼，以及商業群體因檢疫妨礙貿易而施加的壓力。早期國際衞生大會

雖在協調檢疫制度上取得若干進展，但始終受制於主權優先與利益衝突。

二十世紀初，細菌學與實證醫學的成熟為跨國合作提供科學基礎，促成多個

區域性衞生機構出現。然而，美國的門羅主義與歐陸殖民勢力的競逐，使這

些合作架構深受政治與商業考量所牽動，國際衞生工作仍多被區域霸權所劫

持。東方局的運作顯示，透過LNHO、洛克菲勒基金會與FEATM等網絡的協

作，政府—民間夥伴模式得以暫時突破主權局限，為二戰後WHO制度奠下先

例。然而，WHO成立後並未完全實現全球健康治理的普世理想。冷戰初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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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在國際衞生領域展現強勢主導，既挑戰英法殖民國家的檢疫秩序，也將疾

病根除計劃與醫療援助納入其地緣政治架構，使東亞國際衞生活動呈現明顯

的美國中心化。在此歷史背景下，近年特朗普政府對WHO的敵視、去多邊化

與「美國優先」政策並非全然出於個人政治偏好，而是國際衞生體系長期結構

性矛盾的集中爆發。新冠疫情期間，他以「中國病毒」等種族化論述激化地緣

政治衝突，同時削減公共衞生預算，並最終宣布退出WHO，重啟國家利益優

先的LNHO模式。美國撤出使WHO面臨財政與專業能力缺口，也凸顯全球健

康治理在制度上的脆弱性。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無論是LNHO依賴洛克菲勒基金會等民間組織的資

助、FEATM等科學群體的橫向協作，還是東方局在殖民地與主權國家間的巧

妙折衷，都曾為國際衞生工作開創過突破主權障礙的可能性。真正有韌性的

全球健康治理不能建立在單一霸權的支持上，必須重建多元參與、權力分

散、科學中立、人道優先的合作機制。面對當前全球健康治理的困局，各國

或須強化自身公共衞生能量與衞生自治能力，民間組織與基金會需要重新發

揮彌補政治鴻溝的作用，科學群體則應堅守專業本位與中立立場，拒絕淪為

政治工具。唯有透過多層次、多中心的治理架構，才能在政治風暴與霸權更

迭中守護「疾病無國界」、「人道高於一切」的理想，讓全球健康治理落實其保

障全人類健康福祉的根本理念。特朗普政府對國際衞生工作的衝擊或許是一

場危機，但也可能是促使全球健康體系進行根本性改革、使其更具韌性與公

平性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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